
高校内迁与战时西南科技文化事业

侯德础　张　勤

抗战时期,濒于战火的几十所国立、省立和私立的高等院校络

绎内迁,形成了我国教育史上一次自东向西的院校大转移,成千上

万的专家教授、职员工友和莘莘学子, 为保存我国高等教育之精

华,千里辗转,共赴国难,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教育诗篇。本文仅就抗

战时期内迁院校的艰苦办学及其对发展内地科技文化事业的贡

献,作一点分析、探讨。

一

七七事变后, 日军长驱直入,陷我大片河山,给本不发达的我

国高教事业带来空前浩劫。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 战前我国专科

以上学校共 108 所 , 但“至本年( 1938 年) 8 月底止, 此 108校中

受敌人破坏者,共计 91校, 其中全部受敌人破坏者计 10校”。许

多名牌大学损失惨重, 如清华大学校舍损失约合 350万元法币,加

上图书设备损失和迁长沙后校舍被炸损失,总计达605万元。南开

大学被炸毁, 损失共 375万元。浙江大学损失校舍约 130万元,图

书及仪器设备约26万元。设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虽受政府眷顾

搬迁较早,但也死伤 6人,财产损失达 38. 34万元,这还不包括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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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敌手的校舍和不动产所值的 233. 06万元。 严酷的事实表明,

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经济文化中心偏重于华

北、华东大城市的畸形布局,致使战衅一开,多数高等学府便暴露

在日军的炮火之下。生死关头,这些院校不愿当亡国奴的师生员工

为了保存中华民族教育之国脉, 毅然内迁大西南复校办学。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主要有两个高峰期。

第一个高峰为 1937—1939年,其间全部或部分内迁的高校共

50余所。 抗战爆发后,先是平津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迁长沙,

继因战事扩大,三校再迁昆明,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一时

期,北平还有朝阳学院、北师大劳作专修科、北平艺专、北平铁道管

理学院分别内迁川黔。北方诸省较早内迁的还有青岛的山东大学、

济南齐鲁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青岛的山东省立医专、山西太

谷的铭贤学校和“九一八”后迁至北平的东北大学等校,多移往川

黔湘桂,而终以川境为归宿。

随着日寇侵华战火的蔓延, 高校内迁西南的浪潮也迅速波及

到华东的宁、沪等市和华中、华南地区。设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

中央政治学校于 1937年 8、9月间率先迁渝。金陵大学亦于 1937

年秋内迁成都华西坝。此外,南京还有国立剧专、国立药专、国立牙

专、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蒙藏学校、金陵女

子文理学院先后内迁, 几经坎坷,最后基本上汇集于成、渝等地。上

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高校云集。“八一

三”以后有同济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上海法学院、

东吴大学、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等 8所

院校相继内迁。除大夏迁贵阳和赤水外,余均辗转奔向四川。

江浙方面,杭州浙江大学于 1939年底出发,迁往贵州;杭州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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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镇江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和国学专修学

校、扬州南通学院医科、苏州江苏省立蚕丝专科等学校, 在经历了

浙赣、湘桂、湘黔等反复播迁后, 多数来到川省的重庆、璧山和嘉定

(乐山)。中南方面, 武汉迁校共 5所: 国立武汉大学、武昌中华大

学、武昌华中大学、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武昌艺专, 除华中大学经

桂林迁往大理喜洲外, 其余均移往四川乐山、重庆和江津。华中还

有南昌的中正医学院于 1939 年秋移昆明, 次年又迁贵州镇宁,

1941年 8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重回江西永新; 长沙湘雅医学院

1939年 10月迁贵阳, 1944年 12月再迁重庆。华南方面, 广州中山

大学于 1938年 10月迁罗定,嗣后又经广西龙州、云南澄江两度周

折, 1940年秋又迁回粤北坪石;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省立法商学

院,也在桂粤间几度流离。

战时高校内迁的第二个高峰期发生在 1940年下半年至 1943

年春。因日寇加紧准备太平洋战争,从1940年夏季起,上海租界的

形势日益恶化。1942年 12月战争终于爆发,租界旋被日军强占,

原迁上海租界及东南各省的院校又不得已相继内迁。上海租界内

迁的上海沪江大学、交通大学和立信会计专科, 分别迁往重庆和万

县。七七事变后辗转于安徽屯溪和上海的杭州之江文理学院, 再迁

贵阳,后与沪江、东吴两校合并。当时北平也有两校内迁: 中法大学

迁往昆明;燕京大学因系美国教会所办,珍珠港事件后被日军强行

解散, 师生千里流离, 1942年在成都复校。另外,香港华侨工商学

院曾迁往梧州、柳州和四川江津, 1945年秋再迁重庆。

这两起高峰外,私立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在沪战时转入法

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师生又汇集皖南, 1944年夏辗转来川,在

泸县复校。抗战岁月中,若干内迁院校师生还在四川新设了 4所院

校,一般也将其归入内迁院校之列。即:乡村建设学院,前身系平教

会 1930年成立的“乡村建设育才院”,抗战中在巴县歇马场正式扩

充为独立学院;社会教育学院,系以内迁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师生

为基础, 1941年 8月正式成立于璧山县;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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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939 年内迁师生在重庆复兴关开办的音乐干部训练班, 1943

年更名为“国立音乐学院分院”;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1940年 9月

创办于江津白沙镇。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各地内迁西南的院校,内迁的军、警院校

和院校本地移动者,共 61所。其中,大学22所,独立学院17所,专

科学校 22所。 内迁地域分布相对集中。有48所即 78. 6%集中在

四川,多在渝、蓉两地。盖因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是战时国统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重心, 所以不独与政府关系密切者如中央大学、中

央政治学校、陆军大学、中央警察学校、蒙藏学校等要移往重庆,一

般院校为各方面方便计,亦多集中重庆,使该市内迁院校达 32所

之多:大学 9所, 大学研究院 1所,独立学院 10 所, 专科学院 12

所。加上原有或新办者,战时重庆地区的高校多达 39所, 居全国之

冠 ,从而奠定了重庆作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中心的基本格局。其

他院校内迁成都 9所, 昆明 10所,桂林 5所,贵阳 5所。其余则散

布在大西南各地。内迁院校麇集处还形成了一些学府毗连、学子如

云的学苑区, 象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

即为名躁一时的大后方“文化四坝”。
 

值得注意的是, 内迁院校一次迁定不再移动者仅有中央、武

汉、金陵、光华等不到 20所,不及内迁总数的 1/ 3。多数内迁院校

因为国民政府对整个高校的迁办指导不力,更乏切实的支持, 往往

几度播迁而难以安身。如同济大学, 就先后迁往上海公共租界、浙

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八步、云南昆明、四川南溪李庄,前

后竟 7次大搬家。由于许多学校播迁频繁,师生大量流失。据国民

政府教育部报告,抗战前,全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学生约 4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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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员约 7000人,到 1938年人数最低时, 学生几减一半, 教职员

减少30%。 减员最多的山东大学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师生几乎散

失殆尽,不得不在渝宣布停办。各校图书、仪器设备的损失也极为

严重,如中山大学在 4次迁徙中丢失的仪器、标本、模型等即达

604箱,散失图书杂志20多万册,其他设备、家具损失无数。 这些

师生锐减、校产残破的院校漂泊到人地两生的大后方,不但仍要遭

到日机的狂轰滥炸,还要面对恶性通货膨胀下经费、物资匮乏的因

难,高等教育在大后方举步维艰。

二

抗战期间,内迁院校的师生员工和西南人民共患难, 复兴抗战

教育事业,弘扬从严治学,艰苦奋斗的传道授业精神,为我们留下

了许多弥足借鉴的东西。

一是他们坚持抗战的铮铮浩气和教师苦教、学生苦读、职员苦

干的“三苦”精神。

为了复兴教育,抗日报国,内迁院校师生千里跋涉, 来到偏僻

闭塞的西南城乡。当时由于战时通货膨胀,许多知名学者“始以积

蓄贴补,继以典质救济”,甚至到了谋兼差、摆地摊的地步。闻一多

就到中学兼了一个专任教员,晚上还要在灯下为人治印, 方能维持

一家八口的生计。就连联大校长梅贻琦和潘光旦、袁复礼等教授的

夫人,为补贴家用也长期合制“定胜糕”,由梅夫人韩咏华提篮送至

冠生园寄售。 困苦之中,为人师表者敬业乐业,象西南联大因校

舍分散,梅校长外出常常步行一二十里,总是以孔夫子“饱受波折,

东奔西跑, 栖栖惶惶, 被困于蔡,绝粮于陈,但对教育事业始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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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事迹自勉自励。 闻一多每天都要在灯下备课到深夜。朱自

清一次身患痢疾, 批改一夜作文,竟腹泻 30多次,翌晨仍强支病体

匆匆赶去上课。 据西南联大的一项不完全统计,该校内迁后不计

重复课开出的课程,每年都在 300门以上。 连起码的温饱也难维

持的教师们, 犹如吐丝的春蚕,默默地为教育事业作出了最大的奉

献。

内迁学子的生活极苦。许多院校的学生连掺杂着砂子、稗子、

老鼠屎的“八宝饭”也难吃饱。但广大同学却苦学不辍。上课时教

室人满为患, 坐不下者就站在外面屏息而听。图书馆人多座少,街

头茶馆便成了读书之地,不少人的作业、甚至毕业论文都是在茶馆

完成的。由于图书奇缺,不少学生得靠上课记笔记和课后抄教科书

来完成学业。各校学生的勤奋好学令当地群众称赞, 贵州湄潭一老

翁就曾感概: “浙大的学风太好了!先生、学生只在图书馆和实验室

埋头工作, 偶然看到岩上城墙边的浙大学生,手里总是拿着一本

书,不是朗诵,就是默念⋯⋯现在受了这种风气的陶熔, 连我最顽

皮的小孙子, 也在整天读书了。”!

内迁院校的员工无不埋头苦干, 1937年 11月日军进逼南京

时,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饲养的种畜种禽尚未撤出, 罗家伦校长只

好宣布放弃。但中大畜牧场职工竟用民船把全部畜禽装运过江,沿

豫南、鄂西徒步西进,费时两载,损失大半,剩下的终抵重庆。∀ 如

迁蓉的金陵大学学生在华西坝明德楼借读,而驻地却在相距 3公

里以外的九眼桥红瓦寺。每天均由金大炊事员将午餐送到明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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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从未间断和延误。

二是坚持因陋就简的办学方针, 进行院系调整, 压缩行政机

构,精减管理人员,提倡兼职兼课,提高了办学效益。

内迁院校抵西南后,多利用当地院校的校舍和设备, 以及民房

和庙宇寺观从俭办学。如迁蓉的 4所教会大学和国立牙专主要借

用华西大学的校舍和设备。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 仅文学院就借

用了文庙、凤麓小学、玉光楼、观音阁、斗田阁和翠竹庵。 另据竺

可桢记载,迁黔的浙大“师弟子在校者三千人。其讲堂、寝室、集会、

办公、操练、疱 之所,取诸廨宁寺观假诸第宅之羡者十八九”。 

在此情况下, 教学环境自然很简陋。当年就读西南联大的杨振宁回

忆说:“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 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

泥土压成的, 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

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中山大学“各教室所用椅

桌,均以木作柱,其上横置一板即为台,以土砖作基, 其上置一板即

为凳”。∀ 然而,就在这样的茅屋陋室里,一大批有志青年学有所

成,其中包括后来蜚声全球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和

新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等。

为坚持正常教学, 内迁院校还自制教学仪器。如西南联大化学

系做实验没有烘箱,就用饼干箱代替;买不到双氧水、盐酸,就自行

配制。# 1942年,吴大猷教授由美国带回一具低压汞弧灯,在一所

泥地泥墙的房子里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

效应工作”。∃ 浙大师生亦自制云室和感光胶,自己动手吹制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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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 用皮老虎鼓风,用酒精蒸气代替煤气,用油纸代替玻璃建温

室,用废信封做育种袋, 用瓦盆做蒸发器皿 ,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

聪明才智。

抗战前我国高校院系科目重叠, 机构冗肿。为适应战争环境,

各校在迁建时进行了合并和整顿。以西南联大为例, 在联合时把原

来重复与相近的院系合并归一, 师资设备联合使用, 这就集中人力

物力形成了一定的学科优势,机构和人员也大为精减了。为了提高

办学效率,当时各校都很注意发动教师参事议事。一是组织教授

会,负责审议教学方案的改进, 研究学生的管理, 审定学生的毕业

成绩与学位的授予,并对校务会其他工作提出建议。二是实行教授

兼系主任制度,一般不设副职,至多有一名助教兼任助理。系主任

及其助理要对本系的教学管理、教师聘退、课程的设置与取消、学

生成绩的核定负全责。有些院校在常设机构和专职人员较少的情

况下,常在校务委员会下设立各种由教师参加的专门委员会, 协办

行政和教学事务。如西南联大 8年中设立过的专门委会员就有 70

余个, 诸如招考委员会、学生入学资格审查委员会、学生生活指导

委员会、课程委员会、聘任委员会、图书设计委员会等等。 委员均

为兼职,没有报酬,事情办完,即行撤销。这就大大精减了学校的行

政机构,办事效率明显提高。如迁蓉的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除主持

全面校务,还担任了化学工业课教授,校长办公室职员仅 2人。教

务处、训导处负责人,均由有教学任务的教授兼任,各处办事员仅

3—4人。如教务处 3人, 包揽了招生、安排课程、组织考试等繁重

工作。 另据西南联大 1939年的统计,当时全校师生和职员工警

共 3700余人, 其中学生约占 80% ,而职员(含校医及技术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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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警不到 11%。

三是各内迁院校都重视基础课教学,尤重培养文理“通才”。强

调由名师开设高质量的基础课, 严格考试和升留级制度, 以保证教

学质量。

各内迁院校必修基础课的比重都很大。如西南联大,当时文、

法、理、工各科的一、二年级学生,除必修“三民主义”、伦理学、军训

体育外,还都必修国文、英文和中国通史。理工科学生还必修一门

社会科学(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和法学概论中任选一

门)。同样,文、法科学生也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课程(在普通物理、普

通化学、普通生物、高等数学和科学概论中任选一门)。各院系还有

自定的共同必修课目,如文、法学院规定, 对上述社会科学基础课

必修两门,并必修逻辑学。理、工学院规定, 对上述自然科学基础课

必修二至三门。当时一年级课程几乎全是学校和院系的共同必修

课,如经济系一年级必修课 9门,即国文、英文、中国通史、伦理学、

逻辑学、自然科学(任选一门)、经济概论、体育、军训,共 40学分。

当时基础课教师多是各系主任和知名教授。如化学系主任杨石先、

生物系主任李继侗等都为一年级新生讲过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

而一般讲师却很难排上共同必修课。 这些名师名家开设的必修

课,为学生继续深造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内迁院校也相当重视“通才”教育。如朱自清主张“大学教育应

该注重通才而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 梅贻琦也主张,大学“重心

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浙大校长竺可桢曾告诫学生:“若侧重应

用科学, 而置纯科学, 人文科学于不顾, 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

法。”他要求理工学生不但要打好数理基础, 还要兼学文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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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科学生也要兼通数理知识,二者不可偏废。 为实现这一目

标,许多内迁院校都实行了选修制和辅修制。当时各校选课相当自

由,选择的范围也很宽。有的课是在规定的范围内选择, 有的则由

学生自由选择,只要符合规定, 可不受院系限制, 可依专业需要或

个人兴趣选本系或外系的课程。如当时化学系就有学生选“杂剧与

传奇”, 物理系亦有读“元曲选”等课者。许多院校还实行宽松的旁

听制度,即使校外青年也可随意旁听。若干院校还可选读辅修课

程,如化学系可选物理课程作辅系,机械系选农艺课程作辅系等。

为保证教育质量,内迁院校普遍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和升留级

制度。首先是对录取新生实行“宁缺勿滥”。象迁渝的交通大学因

在国内久负盛名, 常有一些权贵为子女亲友入读说情,然而不到考

试分数者,校长吴保丰一概拒绝。 许多院校对在校生皆有严格的

考试制度,规定考试分期考、临考、补考、会考几种。临时考试的次

数与日期由教员自行酌定, 一般是每期 1学分的课程至少考 2次。

若期考不及格,补考亦很严格。一般规定学生学期不及格科目之学

分总数不满该期修习分总数 1/ 3, 其不及格科目成绩在 40分以上

者,得予补考,但以一次为限。补考仍不及格,应令重读, 不及格科

目不满 40分者,不得补考, 应直接重读。西南联大还特别规定,新

生考入后只是分系,不算入系。经一年学习后, 凡本系必修基础课

考在 70分以上者,方能正式入读本系,否则就得转系或转学。 

四是各院校结合抗战和大后方的实际需要,加强实用学科的

教学和科研, 成效颇著。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 1936年,全国大专院校各类系科为

文科 192个,法科 82个,商科 55个, 教育 58个, 师范无, 理科 160

个,工科 99个,医科 23个,农科 54个, 而到 1944年, 同类系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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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已演变为文科 158个, 法科 127个,商科 94个, 教育 42个,师

范 137个,理科 140个, 工科 164个,医科 41个,农科 106个。 以

上数字反映了抗战前一年与抗战胜利前一年我国大专院校系科增

减的一般趋势。若以系科的增减来作一观察, 则工科增加65个,高

居首位。其余依次为农、法、医、商 4类,均呈正增长;文、理、教育 3

科呈负增长。除师范为大后方亟需属净增长外, 增长最多的是与解

决抗战军民衣食问题相关的农科, 其下依次为医、商、工、法各科。

这说明在抗战时期, 以内迁院校为主体的高等教育十分重视与社

会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内迁院校许多专家也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当

地重大问题, 如西南边疆问题研究、藏学研究、西南资源与生物物

种的调查与开发、西南农学研究等,并取得成就, 为优势学科的形

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高校内迁是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西渐运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除了具有在全民族抗战中保存和发展我国高等教

育的重大意义,还打破了西南地区长期封闭、发展停滞的状态,促

使当地经济文化出现了一段“跳跃式”的发展,从而加快了西南地

区近代化的过程。高校内迁对战时西南科技文化事业的影响, 主要

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传播了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推动了教育和公益事业

的发展,开启了民智民风。

直至抗战,西南多数地区还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工商稚

拙,人们的观念亦很保守。象国立剧专迁到江安时, 江安还是一个

弥漫着封建思想的落后小城,学生读书历来是男女分校。看到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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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学生同学习、同歌舞、同上街,夏天还同江游泳, 江安人始有微

词,天长日久即见惯不惊了。 当时大后方许多不知“电”、“引擎”

为何物,浙大工学院便特地在遵义展出飞机残骸和电话、电灯、发

电机等, 并现场表演电焊及土木工程方面的拉力、压力等实验。

同济大学迁宜宾李庄时,还曾用直流发电机为自古点油灯松明子

的当地乡亲发电照明。 所有这些,都冲击了内地保守的风气,十

分形象直观地传播了科技常识。

内迁院校对西南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助益颇大。如迁遵义的浙

大师范学院曾对黔、桂两省中等教育的师资培训、教学大纲的制定

及教学的示范,做了许多很具体的工作。1941年 4月曾由浙大教

授主持召开教学辅导会议, 并开办了两省教师进修班和星期讲习

会。1944年春,又举办了教员函授学校,组织“社会教育工作服务

队”,开办学术讲座、民众夜校、青年补习班、民众阅览室、科普展览

等。! 再如武昌华中大学迁大理喜洲后, 其教育学院三、四年级的

学生, 大部分都要到当地五台中学实习,有的教师也去兼课。8年

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高、初中毕业生,仅华中大学招收的云南学生

就达 300多人,而迄于 30年代初,喜洲全镇仅有大学生 3人。∀

为改善迁入地的卫生等公益事业,内迁各校也做了大量工作。

浙大迁遵义后,针对贵州抽鸦片者众多且难戒绝的情况, 竺可桢校

长曾亲自组织学生为贫苦烟民戒毒募集经费而义演。学校还与地

方政府合办了一所戒烟处, 免费为穷人戒烟。#其时川南流行一种

难治的“痹病”,患者皮肤发麻或局部肌肉麻痹, 症状延至胸部即会

死亡。同济大学杜公振教授等通过动物实验反复研究,查明病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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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五通桥所产食盐中含有毒的氯化钡,从根本上解决了该病的治

疗和预防, 挽救了成千上万的患者。 另外, 西南联大教授陶葆楷

还曾带队到昆明附近各县搞阴沟排水,大大改善了环境卫生。

(二)培养了大批后方开发与建设的亟需人才,推动了西南地

区学术文化的发展。

抗战八年, 大后方高校培养的 77600余名毕业生中 , 多数出

自内迁院校。为培训各方面亟需人才,各校还举办了不少短期专修

科、训练班、先修班等。如蒙藏学校的边疆教育行政、卫生教育、畜

牧兽医、边疆政治等专修科和边疆师范专修科,朝阳学院的垦殖、

茶叶、侨生先修班等,都培养了西南开发与建设的亟需人才。

为利用内迁院校的科技优势发展战时生产,国民政府经济、交

通、军政三部会同航空委员会在 1938年 5月拟定了一个理工学

院、职业学校与各种工厂合作的办法条例。经济部指定 11所军需

和被服厂,航委会指定 5所修理厂,各与所在地理工院校合作,以

增加军需生产。! 这一尝试成效颇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

我国厉行封锁, 国府抗战的外援物资一度断绝,燃料用油更是匮

乏。是年冬,军令部函请转令各院校研究汽油代用品,各校响应。相

继研究出每加伦桐油行车 18公里的桐油汽车、煤炭汽车和用糖、

酒、松香提炼代汽油的技术和工艺。某校教授周晓和等, 还在江油

猫儿沟、海棠铺等处发现优质油藏, 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了开

采。∀ 内迁院校师生还积极参予了大后方水力及矿产资源考察,并

协助在四川的桃花溪、清渊洞、贵州修文河、云南富民等地建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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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水电站。 在大后方的交通建设,如修筑、筹建湘桂、叙昆、天

宝等铁路,抢修滇缅、成渝、成兰、汉渝等公路及号称“特种工程”的

大后方各军用机场的过程中,中央大学、交通大学、西南联大等工

科院校学生大量被征调充当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了各工程的勘测、

设计和施工, 为疏通大后方的内部和国际交通, 开辟盟军飞机出击

日本本土的作战基地,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解决抗战军民的衣食问题,内迁院校在农业科技的推广上

下了很大功夫。如迁蓉的金陵大学建立了农科所,育成小麦新种

“金大 2905”,在川推广增产约 20%。由山西迁蓉的铭贤学院师生

不仅写出了《四川金堂烟草生产制造及运销调查》等一批有价值的

论文,还与四川烟叶示范场合办了金堂烟圃,与农林部合作进行植

棉推广、稻虫防治、玉米和小麦良种的推广示范, 并代办兽医讲习

班,对当地农、牧品种的改良做了大量工作。 浙大在遵义和湄潭

期间, 先后进行了土豆、番茄的种植推广, 黔北虫害防治和各种疏

菜种子的推广。 浙大农化系罗登义教授对贵州野果刺梨的营养

成分进行了研究, 使刺梨的经济价值受到关注, 成为“新山珍”、“疏

果之王”。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甚至直呼刺梨为“罗登义果”。!

内迁院校荟萃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学者。如医学界的戚寿南、

张孝骞、童第周, 科技界的竺可桢、茅以升、熊庆来、周培源、华罗

庚、苏步青、钱三强、王淦昌、吴大猷,文教界的吴贻芳、陶行知、叶

圣陶、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徐悲鸿等,社会科学界的马寅初、梁

漱溟、陈望道、费孝通、陈寅恪、钱穆、吴宓、翦伯赞、周谷城、徐中书

等。他们在大西南生活,耕耘了 8年,造成了当地学术文化的空前

繁荣。这首先表现为各类学术机构和团体的大量出现。仅以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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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以消费城市著称而少有学术建树的成都而言,抗战中相继出

现的学术机构即有:清华教授张怡荪创办的西陲文化书院; 何其

芳、朱光潜等为理事的“文协”成都分会;叶圣陶等为馆员的四川省

立教育科学馆;社会学家李安宅主持的华西边疆研究所; 留美生王

善俭首任所长的四川农业改进所; 史学家钱穆主持的华西大学历

史研究部;吕叔湘、缪钺受聘的华大文化研究所。此外,还有金陵大

学的农科研究所、化学研究部、农经系研究部;金女大的儿童福利

实验所,以及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等。 在陪都重庆,更汇集了内

迁的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以及中国地质、天文、气象、地

理、物理、化学等学会, 还有南开的经济研究所,复旦的商科研究

所、文艺研究会、世界语研究会、国际问题研究会等。

与学术机构的广泛建立、积极活动相适应, 抗战时期大西南的

学术刊物出版也堪称繁荣。如成都有《政治经济月刊》、《四川教

育》、《现代科学》、《大学月刊》、《华西边疆学会杂志》《中华医学杂

志》(英文版)等 20多种。 重庆除了各学会的会志、会刊、通讯和

各院校学报外,还有《科学》、《科学与技术月刊》、《宇宙》、《地质评

论》、《四川经济季刊》等数十种学术刊物。这些刊物有力地促进了

西南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

在由高校内迁而营造起来的学术氛围中, 出现了大批研究成

果。文学方面,冯友兰自 1939年起,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

论》等系列理论著作。语言学家王力出版了《中国现代语法》和《现

代语法摘要》,还与罗常培一起新开了汉藏语调查和汉越语研究的

崭新领域。朱自清出版了《诗言志辨》、《新诗杂谈》、《经典常谈》等

书稿。! 郭沫若创造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孔雀

胆》,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塞上风云》, 茅盾的小说《腐蚀》,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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